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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ger is a kind of emotion caused by provocative stimuli. According to the valence hypothesis and 
the motivation hypothesis, anger is a negative emotion prone to approach motivation. Recent behavioral and 
neuroimaging studies, however, challenged these hypotheses. Some researchers explained these new findings 
in opinions of anger expression or anger specificity. These opinions were efficient but limited. A contextually 
dependent view of motivation model might be adopte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anger both in 
general situation and in special situation. It regarded anger as the reaction to provocative stimuli, which was 
induced by real situation or experience and was in conformity with motivation and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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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愤怒是一种由挑衅刺激诱发的情绪。情绪的效价假说和动机假说认为愤怒是一种有趋近动机

倾向的负性情绪。然而，最近的行为和神经成像研究都对这两种假说提出了质疑，研究者用愤怒表达

和特异性等观点来解释这些新发现，但这些解释仍有局限性。情景化的动机模型可能更好地解释愤怒

在一般情境和特殊情境下的加工机制，即愤怒是由真实情境或经验诱发的，与动机和行为具有一致性

的，对挑衅性刺激的反应。 

 

关键词：愤怒；效价；动机；偏侧化；情境 

1. 引言 

愤怒是一种由挑衅引起的，强烈的、不舒服的、

情绪化的反应(Videbeck, 2010)。它是六种基本情绪之 

一(Ekman, 1999)，是一种典型的负性情绪。根据情绪

的效价假说，大脑左半球主要负责积极情绪的加工，

右半球主要负责消极情绪的加工。但是大量研究表明 

(Carver & Harmon-Jones, 2009; Lindquist, Wager, Kober,  *资助信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1171289)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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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au, & Barrett, 2011)，效价假说不能有效解释愤怒

的加工机制。最近几年，情绪的动机假说逐渐为研究

者所重视，并得到了大量研究的支持 (Carver & 

Harmon-Jones, 2009; Rutherford & Lindell, 2011)。该假

说认为，趋近相关的情绪在左–背外侧前额叶区域得

到表征，而回避相关的情绪则受到右–背外侧前额叶

控制(Davidson, Shackman, & Maxwell, 2004)。该假说

将愤怒、趋近动机和左半球背侧前额叶表征联系起

来，针对性地解释了愤怒加工的左半球偏侧化现象

(Carver & Harmon-Jones, 2009)，也为愤怒与攻击的关

系做出更好的注脚(Rohlfs & Ramírez, 2006)。但是近

年来的研究发现(Fetterman, Robinson, Gordon, & El-

liot, 2011; Harmon-Jones, Peterson, & Harmon-Jones, 

2010)，愤怒也可能跟回避动机相关，并使右侧额叶活

动增强。有学者(Stewart, Silton, Sass, Fisher, Edgar et 

al., 2010)认为，愤怒与动机的不确定关系可能跟愤怒

的表达(Spielberger, Reheiser, & Sydeman, 1995; Zinner, 

Brodish, Devine, & Harmon-Jones, 2008)有关，当个体

向周围环境中的他人和事物表达愤怒(愤怒外投，

anger-out)时，愤怒与趋近动机相关，当个体将愤怒情

绪针对自身，即愤怒体验被抑制或压抑(愤怒内投，

anger-in)时，愤怒与回避动机相关。也有研究者

(Watson, 2009)提出愤怒跟其他负性情绪的共同成分

(nonspecific component)与回避动机相关，而愤怒与其

他负性情绪相区别的特异性(specific component)成分

与趋近动机相关。迄今为止，关于愤怒的加工机制仍

未有定论。 

在六种基本情绪中，愤怒的加工机制可能是最为

复杂的。这种复杂性表明它在趋利避害的生存适应中

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梳理了从行为到神经不同层面

的证据，总结了当前对愤怒加工机制的主要解释，并

指出基于情境的动机模型能更好地解释愤怒在复杂

的真实情境中的加工机制。我们认为，愤怒是由真实

情境或经验诱发的，与认知和行为相协调的，对挑衅

性刺激的情绪反应。 

2. 情绪加工的系统模型 

2.1. 情绪加工的单系统模型 

(Single-System Models) 

最早受到广泛关注的单系统模型是 MacLean 

(1993)提出的边缘系统理论(limbic system theory)。

MacLean 认为各种情绪都是由一组特异化的脑结构

——边缘系统来调节的。但是该模型很快受到了来自

解剖和理论研究的质疑(Calder, Lawrence, & Young, 

2001)，随着情绪的皮层表征的发现，研究者认为，仅

靠边缘系统不足以表征各种情绪(Adolphs, Russell, & 

Tranel, 1999)。 

另一个单系统模型是右半球假说 (right-hemi- 

sphere hypothesis)。该假说的早期版本强调右半球在

所有情绪的加工中都具有重要作用(Sackeim, Gur, & 

Saucy, 1978)。随着研究的进展，研究者对该模型进行

了一些修正，比如，Borod 等(Borod, Zgaljardic, Tabert, 

& Koff, 2001)提出，右半球主管情绪知觉和表达而非

情绪体验。也有学者(Adolphs et al., 1999)认为，右半

球主要负责加工高度唤醒的、不愉悦的情绪，如愤怒、

恐惧等。 

但是，并非所有证据都指向边缘系统和右半球，

一些情绪特别是正性情绪的左半球优势使得研究者

认识到单一系统加工所有情绪的不合理性(Murphy, 

Nimmo-Smith, & Lawrence, 2003)，于是双系统和多系

统模型应运而生。在这次思维的转向中，愤怒的特殊

性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2.2. 情绪加工的双系统模型 

(Dual-System Models) 

到了 20 世纪末，一些以人和动物为被试的研究

(Kalin, Larson, Shelton, & Davidson, 1998; Robinson & 

Manes, 2000)支持了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加工相分离

的假说。Davidson(1984)的效价不对称模型(valence 

asymmetry model)和动机模型 (Cardinal, Parkinson, 

Hall, & Everitt, 2002)开始受到关注。前者认为大脑左

右半球分别与正性和负性情绪的加工有关；后者则认

为趋近动机激发并引导行为指向正性的刺激，回避动

机激发并指导行为指向负性刺激(Elliot, 2006)，因此，

趋近系统易化了欲求行为，产生与之相关的正性情

绪，而回避系统易化了逃避行为，产生与之相关的负

性情绪(Davidson & Irwin, 1999)。 

虽然有学者将正负效价分别与趋避动机相对应

(Mendoza & Ruys, 2001)，但很多研究发现愤怒是一种

负性情绪但却与趋近动机有关(Carver & Har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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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es, 2009; Mayan & Meiran, 2011; Stewart et al., 

2010)，这些发现挑战了效价假说，并使得动机假说成

为一种广受关注的对情绪加工机制的解释(邹吉林，张

小聪，张环，于靓，周仁来，2011)。 

2.3. 情绪加工的多系统模型 

(Multi-System Models) 

Ekman(1999)指出，神经科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

确定每种情绪的独特的中枢神经系统活动模式。在此

思想的指导下，研究者采用神经成像的手段发现不同

情绪类别的加工脑区确实有很大不同。当前研究已经

发现，某些脑区是特定情绪加工的核心结构，但是除

了愤怒体验和愤怒知觉的偏侧化现象比较明显之外，

大部分情绪加工没有明显的偏侧化现象(见表 1)。这提

示我们，一方面，需要重新审视偏侧化与情绪加工的

关系；另一方面，从偏侧化的角度探索愤怒的加工机

制，可能仍然是一个可行的方向。 

3. 愤怒与动机的关系 

3.1. 愤怒、动机与 EEG 的偏侧化 

虽然大部分研究认为愤怒是一种与趋近动机有

关的负性情绪(Carver & Harmon-Jones, 2009)，但是作

此定论还为时尚早。首先，趋避动机的偏侧化是不 
 

Table 1. The main brain areas related to emotion processing  
表 1. 情绪加工的主要脑区，修改自(Lindquist et al., 2011) 

情绪 
类型 

脑区 

愤怒 
体验 

左侧脑岛前部、左侧外侧眶额皮层、左侧腹外侧前额

叶、左侧颞极 

愤怒 
知觉 

左侧腹外侧前额叶、右侧内嗅皮层、右侧背外侧前额

叶、右侧纹状体旁区、右侧枕颞区、右侧辅助运动区 

厌恶 
体验 

左侧杏仁核、右侧杏仁核、左侧内嗅皮层、右侧外侧

眶额皮层、左侧枕颞区 

厌恶 
知觉 

右侧外侧眶额皮层、右侧脑岛前部、扣带回中前部、

左侧腹外侧前额叶、右侧腹外侧前额叶、右侧纹状体

旁区、右侧枕颞区 

恐惧 
体验 

导水管周围灰质、右侧纹状体旁区、右侧枕颞区、左

侧颞中回 

恐惧 
知觉 

左侧杏仁核、左侧内嗅皮层、右侧内嗅皮层、左侧海

马、右侧颞中回 

高兴 
体验 

左侧纹状体旁区 

悲伤 
体验 

左侧内嗅皮层、背内侧前额叶、右侧颞中回、右侧壳

核、导水管周围灰质 

对称的。大量脑电(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研究

表明，趋近动机与大脑左半球的活动有关，而回避动

机没有明显的偏侧化现象(Coan & Allen, 2003; Nash, 

McGregor, & Inzlicht, 2010; Rutherford & Lindell, 

2011)。其次，愤怒的偏侧化尚无定论。早期研究大多

认为愤怒与左侧额叶活动增强有关，如(Harmon-Jones 

& Allen, 1998)发现特质性愤怒个体左侧额叶在静息

状态下的活动更强，右侧额叶的基线活动更弱。但是

最近研究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比如愤怒内投)愤怒会

伴随着右侧额叶的活动增强(Balconi & Mazza, 2010; 

Stewart et al., 2010; Zinner et al., 2008)。因此，单纯的

EEG 偏侧化不能作为愤怒与趋近动机相关的有力证

据。 

3.2. 愤怒表达与愤怒特异性 

有研究者提出愤怒表达(Zinner et al., 2008)和愤

怒特异性(Watson, 2009)的观点来解释愤怒与趋避动

机的不稳定联结。前者认为，愤怒的外投和内投分别

与趋近和回避动机相关；后者则认为愤怒的特异性成

分和非特异性成分分别与趋近和回避动机相关。 

许多研究发现，即使在不需愤怒表达的情境下，

愤怒仍然会与动机产生联系。比如，Beaver 等(Beaver, 

Lawrence, Passamonti, & Calder, 2008)给被试呈现愤

怒、悲伤、中性面孔的图片，要求其完成性别判断任

务，接受磁共振扫描后完成行为抑制 /趋近系统

(Behavioral Inhibition/Activation System, BIS/BAS)量

表。结果发现行为趋近系统的水平能够预测愤怒脑区

的激活。(Mayan & Meiran, 2011)以被试身体对“趋近”

和“远离”两类词的反应时为指标，检测了愤怒、焦

虑和控制组三组被试的动机指向。他们发现，焦虑组

和控制组对趋近词和回避词的反应时没有差异，而愤

怒组对趋近词的反应比对回避词的反应更快。这些研

究都发现在自然状态下愤怒会与趋近动机产生联系，

而不需做出内投或外投的表达，由此表明愤怒表达的

观点对愤怒与趋近动机的关系做了过窄的限定。 

对于后者而言，Watson 提出的愤怒的一般性成分

和特异性成分往往很难区分，对于任何愤怒–趋近动

机的联结都可以根据这种观点将之定义为愤怒的特

异性成分，反之，对于任何愤怒–回避动机的联结都

可以定义为愤怒的一般性成分，导致该观点无法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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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情景化的愤怒和动机 

大量事实表明，通过简单分类的方法界定愤怒与

动机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愤怒的发生具有很强的情

境性(Harmon-Jones & Peterson, 2009)，与动机和行为

有密切的关联。早在2000年，Martin等(Martin, Watson, 

& Wan, 2000)就通过问卷法区分出特质性愤怒的三个

维度。他们用验证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分离出情感、行为和认知三个因素，也称为

ABC(affect, behavior, cognition)模型。由于认知和行为

都是对环境变化作出的适应性反应，因此，有必要考

虑具体情境下愤怒的加工机制，从进化到文化再到具

体情境，深入了解愤怒和动机加工的情境性特征。 

4.1. 进化的影响 

从进化角度讲，愤怒情绪具有威慑的作用，有利

于个体利益的维护；同时，生存适应造就了愤怒与攻

击性的自然联结(Wilkowski & Robinson, 2012)，由于

攻击性是一种趋近反应，这就使得愤怒和趋近动机具

有了天然的联系。但个体选择战斗还是逃跑，取决于

对双方实力强弱的判断，并由行为激活/抑制系统决定

愤怒的实际表达是外投(攻击)还是内投(回避)(Kim & 

Lee, 2011)。愤怒与趋避动机的联结取决于行为激活/

抑制系统的中介作用(Zinner et al., 2008)。 

基于上述愤怒发生的生态观点，我们认为，愤怒

是通过对特定情境的认知引发的，然后评估行为表达

会对自身造成的利弊后果，由行为激活/抑制系统确定

动机取向，并进一步决定行为，最终实现对情境的适

应，维护自身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决策会受到多方

面因素的影响，比如双方实力强弱、情绪状态及冲动

性等。 

依赖于情境的决策过程充当了愤怒和动机的中

介，使得二者不必产生直接的联系，因而使愤怒与动

机的关系具有了一定的灵活性。愤怒产生后起到一个

威慑对方的作用，个体会作出进攻的准备，因此愤怒

首先与趋近动机产生即时联结，但经过对情境的评

估，行为抑制系统可能占优势，愤怒–趋近动机的联

结也转化为愤怒–回避动机的联结。在一般情境下，

愤怒总是先与趋近动机联结，但是在习得性无助的情

况下，愤怒可能优先与回避动机产生联结，这一预测

需要进一步验证。 

4.2. 文化的影响 

从达尔文时代起，研究者就认为情绪的面部表达

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即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是用相

同的面部活动来表达同一种情绪的(Ekman, Sorenson, 

& Friesen, 1969; Susskind, Lee, Cusi, Feiman, Grabski 

et al., 2008)。但最近的研究发现，西方文化中的被试

对表情的知觉依赖于眼睛、鼻子和嘴部的综合信息，

而东方文化中的被试对表情的知觉主要依赖于对眼

睛的观察，并且他们在区分恐惧和厌恶的表情时存在

困难(Jack, Blais, Scheepers, Schyns, & Caldara, 2009)。

虽然眼睛在表达情绪时存在很大的模糊性，但是对东

方人来说，面部肌肉在表达情绪时可能存在更大的模

糊性。Jack 等(Jack, Garrod, Yu, Caldara, & Schyns, 

2012)在最新的研究中发现，西方白种人在表达六种基

本情绪时使用了各不相同的面部肌肉系统，而东亚人

群在表达情绪时使用的肌肉群有很大的重复性，尤其

在表达惊奇、恐惧、厌恶和愤怒的时候。这种文化差

异仅仅体现在对情绪的知觉上，而对平静面孔的知觉

则没有影响(Marsh, Elfenbein, & Ambady, 2003)。 

虽然文化对表情知觉有影响，但是这种文化差异

产生的原因还不清楚。一些跨文化研究表明，这种差

异可能与不同文化人群的情境依赖性有关(Masuda, 

Ellsworth, Mesquita, Leu, Tanida et al., 2008)，而杏仁核

的选择性激活对这种文化差异有所贡献(Chiao, Iidaka, 

Gordon, Nogawa, Bar et al., 2008)。最近的研究发现，

互依型文化(interdependent culture，如中国)和独立型

文化(independent culture，如德国)中的被试对愤怒共

情的神经表达是由不同的大脑区域调节的，但这些脑

区与动机系统具有何种联系尚不清楚。文化会对愤怒

和动机造成哪些影响？这些影响是如何产生的？对

于这些问题尚没有系统的研究。表情作为情绪表达的

窗口，受到了强烈的文化倾向的影响，最近的研究也

暗示了这种影响可能是深层次的，那么，文化必然以

某种方式参与到愤怒和动机的加工中来。将来的研究

需要采用行为和神经成像、遗传学研究等多种手段揭

示愤怒和动机的文化差异的原因。 

4.3. 身体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很多研究发现了愤怒和左侧额叶活

动水平之间的关系，但有一些功能磁共振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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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研究没

有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性(Tomarken & Zald, 2009)。有

学者指出，这种相关性的缺失可能跟 fMRI 扫描时采

取的仰卧姿势有关。Harmon-Jones 和 Peterson(2009)

对此假设进行了检验。他们先让被试写一段关于争议

话题的短文，此时被试或采取在椅子上竖直坐立的姿

势，或采取后仰的姿势。随后，给后仰的被试和一半

直立坐立的被试提供侮辱性反馈，而给另一半直立坐

立的被试提供中性反馈。结果发现直立–侮辱反馈组

被试与直立–中性反馈组被试相比，左侧额叶的活动

水平更高；而直立–侮辱反馈组被试与仰卧、侮辱反

馈组被试相比，也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左侧额叶活动，

从而证明后仰姿势减弱了趋近动机。随后，Harmon- 

Jones 等(Harmon-Jones, Gable, & Price, 2011; Price & 

Harmon-Jones, 2011)又发现左侧额叶的活动水平从后

仰、直立到前倾依次增强，并且前倾的姿势能明显促

进趋近动机。这些研究充分表明身体情境对趋近动机

有着明显的影响，但是对愤怒的影响却没有出现一致

性的变化，这暗示了愤怒与趋近动机的变化并不总是

同步的，愤怒的加工可能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未来

的研究需要进一步确定愤怒和动机在身体情境下的

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此外，由于动机是行为激发和导向的原动力，趋

近–回避动机与可观察的身体活动是一致的(Elliot & 

Thrash, 2002)，但这并不是说单纯通过身体活动就可

以确定愤怒与动机的关系。由于趋近动机系统可能是

左侧单侧化的，而回避动机系统可能是双侧分布的

(Spielberg et al., 2011)，使得我们不能武断地把愤怒的

左侧偏侧化现象跟趋近动机对应起来。 

总之，对愤怒与动机关系的界定要依赖于情境，

并确立明显的行为指标。情境在情绪加工中发挥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个体可以通过情绪感染来模仿愤怒表

达(Hareli, & Rafaeli, 2008)或者由对间接情境的认识

而引起愤怒(Forgas & George, 2001)。根据镜像神经元

(mirror neuron)和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的相关

理论(Cattaneo & Rizzolatti, 2009; Iacoboni, 2009; Price, 

Peterson, & Harmon-Jones, 2012)，除了与自己有关的

即时发生的事件，在生存经验及共情的作用下，特定

的刺激(如记忆中的事件、有愤怒表情的图片等)也会

诱发愤怒情绪；这使得我们可以知觉和体验别人的愤

怒情绪，并做出相应的回应。愤怒的发生具有适应性

基础，通过认知和行为与情境发生作用，它与动机的

关系也受制于情境。因此，对愤怒与动机之间关系的

研究必须强调它们的关系是在什么情境下发生的，也

必须关注在动态的现实情境中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

以及产生这种关系的原因是什么，这样才能更好地理

解愤怒的动机属性。 

5. 总结与展望 

愤怒的加工机制，尤其是愤怒与动机的关系是情

绪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虽然多数研究支持愤怒是一种

趋近动机取向的情绪(Carver & Harmon-Jones, 2009)，

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发现表明愤怒也可能跟回避动

机有关(Fetterman, Robinson, Gordon, & Elliot, 2011; 

Stewart et al., 2010; Watson, 2009; Zinner et al., 2008)。

对此，一些研究者提出愤怒表达(Zinner et al., 2008)和

愤怒特异性(Watson, 2009)的观点来解释这些新发现，

但这些针对某些特殊现象的观点不能很好地解释一

般的愤怒加工机制。为此，我们在 ABC 模型的基础

上尝试提出一个基于情境的动机模型，将愤怒的加工

机制放在特定的情境中来解释：愤怒以认知和行为为

中介与情境发生联系，对愤怒与动机关系的界定依赖

于对特定情境的评估，并由行为激活/抑制系统所决

定。这一模型能够解释当前愤怒与动机的主要发现，

并包含了从愤怒的发生到表达的整个过程，但其合理

性需要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中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

决，比如： 

1) 需要设计更精致的实验来检验愤怒与动机的

关系。一方面，基于情境的动机解释只是在适应性框

架下对愤怒与动机关系的一个假设，对情境的评估能

否有效影响愤怒与动机的关系还需要实验检验。另一

方面，愤怒与动机的关系即使在同一次实验中也可能

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愤怒加工的时间进程中与环境的

信息交流可能改变愤怒与动机的对应关系，这一点也

需要实验研究来检验。 

2) 从愤怒加工的激活脑区来看，似乎知觉–体验

二分法就能很好地说明愤怒的加工机制，但由于知觉

–体验的共生关系，对愤怒的知觉不可能不伴随愤怒

体验，对愤怒的体验也不可能独立于知觉加工，将它

们分开存在很大困难；反之，从整合的角度考虑更符

合系统的、进化的观点(Bassett & Gazzaniga, 2011)。

因此，在具体情境中，从时间和空间维度描述愤怒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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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过程中的信息流动，建立愤怒加工的网络模型能够

更好地阐释愤怒加工的机制。 

3) 趋避动机的加工回路尚未得到明确定义。虽然

有研究初步探讨了趋避动机的脑机制 (Pizzagalli, 

Sherwood, Henriques, & Davidson, 2005)，但加工过程

中皮层及亚皮层之间的连接及信息流向尚不清楚 

(Harmon-Jones, Gable, & Peterson, 2010)。因此有必要

采用适当的神经成像技术揭示动机加工的动态过程。

对动机的动态加工机制的了解必然会促进对愤怒与

动机关系的认识。 

4) 模块化是当前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重要探索

方向(Meunier, Lambiotte, & Bullmore, 2010)，多系统

模型也表明许多情绪类别可能具有模块化特征。虽然

大脑功能的偏侧化有着重要的适应意义，并且在情绪

和动机的加工中起到重要作用(Harmon-Jones, Gable, 

& Peterson, 2010; Herrington, Heller, Mohanty, Engels, 

Banich et al., 2010)；但是多数情绪类别及回避动机都

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偏侧化，从模块化的角度理解情绪

与动机的加工机制将与情感神经科学的发现更加吻

合。因此，模块化的观点可能成为未来对情绪及动机

的神经机制的主要解释。探索情绪与动机的模块化特

点将有力地促进人们对二者的理解。 

总之，愤怒是一种基本的负性情绪，它已经内化

到人类的基因之中(Reuter, Weber, Fiebach, Elger, & 

Montag, 2009)，并且与心脏病 (Chida & Steptoe, 2009; 

Taggart, Boyett, Logantha, & Lambiase, 2011)、焦虑和

抑郁(Newman & Llera, 2011; Rutherford & Lindell, 

2011)等身心疾病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它作为一种

特殊的负性情绪对当前的情绪分类构成了挑战。愤怒

的加工机制，尤其是它在不同情境下与动机之间的复

杂关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愤怒的加工机制的

复杂性可能恰恰反映了它在进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在社会化背景下，个体要维护地位和尊严，获

得繁殖与发展的机会，必然要用到愤怒这一有力的武

器。因此，愤怒的价值只有在社会背景中，与地位、

自尊、目标、奖惩等一系列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充

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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